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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东汉中后期至南朝，清谈谈辞与骈文文体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在此过程中，两者都
有一个由粗糙到精致的演变，而且演变内容出奇一致:谈辞从朴素的品评变成讲究文采、音韵，用典的骈句，骈
化散文也从初期不严谨的意对，单调的文法以及自然声韵变为对仗工整、文辞华美、用典密集和讲求平仄的骈
文。鉴于清谈活动有着鲜明的政治背景，又是时代大风气，所以骈文文体生成一大重要原因为清谈谈辞的发
展影响到文章领域，使得文体骈化的速度大大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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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谈活动对文学产生影响，前人已有论之。
如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1］，惜
其论述不详。此外研究大体着眼于清谈与某一文
类的关系，如彭玉平《魏晋清谈与论体文之关
系》［2］、何诗海《清谈戏谑之风与六朝俳谐文
学》［3］等。殊不知，这些文类在当时都有骈俪化
背景。探讨清谈对六朝文学影响，在某种程度上
就是去研究清谈与骈文的关系。六朝骈文的成熟
与兴盛，既受文体内在的发展驱动，也有外在因素
的影响。先唐大部分骈体文作家都有名士身份或
清谈背景，文士往往是谈士。谈辞在对仗、用典、
藻饰、声律四方面的发展亦使文体朝着这四个方
向逐渐演变，并最终形成了骈文。所以，骈文的最
终确立是清谈之风笼罩下文体产生的变异。本文
所引“清谈”相关概念，与刘季高《东汉三国时期
的谈论》［4］2所提“谈论”意义接近，概念范围较
广，并不局限于谈玄。
一、东汉末清议与骈文草创
清谈活动在东汉末具体表现为党人的清议活
动，这时清谈还仅限于知识分子们对朝政以及对当
世人之人品、外貌、才能等评议，也可以略微把范围
延伸到文人在清议活动中为获取高评价而产生相
对应的论辩行为。但清议并不具备审美趣味，而是
政治工具。在儒学衰微，士大夫参政无望的情形
下，西汉以来各种歌功颂德之文体已不足以适应社
会当前局势。故东汉中后期大赋数量骤减，而质量
较高的文人五言诗与抒情小赋则大量涌现，这与人
们必须以出众言谈来获取政治评价有关。
首先，士人们若能被党人领袖给予较高评价，
便会为世所重，博得名声，增加自己的政治筹码。
《后汉书·党锢传》:“自是正直废放。邪枉炽结，
海内希风之流，遂共相标榜，指天下名士，为之称
号。”［5］1757“是时，朝廷日乱，纲纪穨阤，膺独持风
裁，以声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为登龙
门。”［5］1763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若想博得党人领
袖的高评价，便只有通过“清议”来实现。
但在清议中博得高评并不容易，而要通过言
辞使对方注意自己。《后汉书》中记载了东汉中
后期许多有关“捷对”的事例，绝不偶然。如“边
让字 文 礼，除 留 浚 仪 人 也。少 辩 博，能 属
文。”［5］2122又蔡邕评价其“心通性达，口辨辞长。
非礼不动，非法不言。若处狐疑之论，定嫌审之
分，经典交至，捡括参合，众夫寂焉，莫之能夺
也。”［5］2126这是文辞、谈辞俱优的典型例子。又
《后汉书·郭符许传》:“符融字伟明，陈留浚仪人
也……膺风性高简，每见融，辄绝它宾客，听其言
论。融幅巾奋袖，谈辞如云，膺每捧手叹息。”这
里的“谈辞如云”，可从注引《谢承书》窥见:“融见
林宗，便与之交。又绍介于膺，以为海之明珠，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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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其光，鸟之凤凰，羽仪未翔。”［5］1791这何尝不是
辞赋的口语化呢?连清议领袖郭泰自己也“善谈
论，美音制。”［5］1785《郭符许列传》中不少品评为骈
对，如“林宗尝遇诸路，为设酒肴以慰之。谓曰:
‘昔颜涿聚梁甫之巨盗，段干木晋国之大驵，卒为齐
之忠臣，魏之名贤。’”［5］1787以上例子说明在当时清
议过程中，存在着以对句达成捷对、妙对的现象。
蔡邕上封事第五曾说:“当代博弈，非以教化
取士之本。而诸生竞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颇引
经训风喻之言;下则连偶俗语，有类俳优;或窃成
文，虚冒名氏。”［5］1600虽指出清议活动消极影响，
但同时反映出这种论辩活动存在“连偶俗语，有
类俳优”的骈化现象。以上所列例子均可说明东
汉中后期普遍存在着由清议导致的论辩风气，且
论辩谈辞是带有文辞修饰性质的“妙对、捷对”。
士人们颇能通过这种捷对、妙对在清谈活动
中受益，如赵壹，据《后汉书·文苑传》:“光和元
年，举郡上计，到京师。……逢则敛衽下堂，执其
手，延置上坐，因问西方事，大悦，顾谓坐中曰:‘此
人汉阳赵元叔也。朝臣莫有过之者，吾请为诸君分
坐’……(羊陟)执其手曰:‘良璞不剖，必有泣血以
相明者矣!’陟乃与袁逢共称荐之。名动京师，士大
夫想望其风采。’”［5］2115 － 2116据《先唐文苑传笺证》
考证，“袁逢”当为“袁滂”，而羊陟已在光和元年被
免官禁锢，不再是河南尹［6］80 － 82。但不管怎样，这
段材料反映出的讯息为赵壹希望通过清议活动来
获得品评，这点可由袁、羊身份推知。且赵壹之所
以受到袁、羊二人的引荐，也是凭借在清议中的出
众表现。这足以证明清谈大风气影响下士人获取
名士高评的有效手段为出众的言辞。
当清议这种带有口头文学色彩的活动蔚然成
风时，势必会影响到书面文学。东汉末作品骈俪
化程度较高的文人，如边让，其《章华赋》:“旦垂
精于万机兮，夕回辇于门馆。设长夜之欢饮兮，展
中情之婉。竭四海之妙珍兮，尽生人之秘玩
……”［5］2123赵壹，其《刺世疾邪赋》:“德政不能救
世混乱，赏罚岂足惩时清浊?春秋时祸败之始，战
国愈复增其荼毒。秦、汉无以相逾越，乃更加其怨
酷……”［5］2113以及写《鹦鹉赋》的祢衡和《荐祢衡
表》的孔融，他们要么是掌握着社会舆论力量的
名士，要么曾经参与过清议活动。边、赵、孔不必
多说，上述已说明这几位文人与清议有着紧密的
联系。至于祢衡，《后汉书·文苑传》载:“祢衡字
正平，平原般人也。少有才辩，而尚气刚傲，好矫
时慢物。”［5］2132祢衡衡擅长论辩，他具有名士背
景，与社会舆论力量紧密联系。同时，祢衡《鹦鹉
赋》也是骈俪化程度相当高的赋作。东汉末作品
骈俪化程度最高的文人是蔡邕，他的《郭有道
碑》:“于时缨緌之徒，绅佩之士，望形表而影附，
聆嘉声而响和者，犹百川之归巨海，鳞介之宗龟龙
也。”［7］1074对仗工整，且意对痕迹已基本消失，工
整的对句占据全文极大部分，故不再全文列出。
蔡邕本人是清议领袖，因此他为郭泰撰写碑文时，
发自内心地认为:“吾为碑铭多矣，皆有惭德，唯
郭有道无愧色耳。”［5］1787综上所述，东汉末创作骈
化程度较深的作家大多具有名士身份或清谈背
景。具有名士身份的人背后有着强大的社会舆论
力量，名士的每一句点评都能左右着一个士人的声
望。士人为了仕进，只能通过参与清议活动并以
“捷对”来获取高评。捷对往往是骈句，若表现在
书面领域，就是书面作品的骈化程度加深。故清议
在两汉文体演变过程中起到了促进文体抒情化与
骈化的作用。
不过清议在东汉中后期主要还是为政治服
务，是以谈辞骈化现象还不算普遍，骈化程度亦不
高。东汉时期的清议活动形式还不算多样，该时
期的文章也只是骈化程度相对较高的散文，而不
是魏晋南朝日趋繁缛的骈文。但谈辞的骈化现象
对骈文文体的生成毕竟有着一定的促进作用。
二、魏晋清谈活动与骈文初生成
三国以来，清谈比起东汉时地位更高，影响更
广。《魏志·王卫二刘傅传》注引《魏略》曰:“植
初得淳甚喜，……诵俳优小说数千言讫，谓淳曰:
‘邯郸生何如邪?’於是乃更著衣帻，整仪容，与淳
评说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区别之意，然后论羲皇以
来贤圣名臣烈士优劣之差，次颂古今文章赋诔及
当官政事宜所先后，又论用武行兵倚伏之势。乃
命厨宰，酒炙交至，坐席默然，无与伉者。”［8］449曹
植堪称曹魏最优秀文学家，他爱好清谈甚至达到
了谈论前要整理仪容的程度，说明清谈是其日常
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可知当时上层统治
者也具有谈士身份，既喜“俳优”，那么谈辞骈化
程度理应较高。三国时谈士众多，连统治者们大
体也 算 半 个 谈 士，刘 季 高 对 此 已 有 所 考
证［4］107 － 1132。此外，文士谈士二合一的现象依旧
存在。除曹植外，王粲亦擅长清谈，《魏志·王粲
传》注引《典略》云:“粲才既高，辩论应机。钟繇、
王朗等虽名为魏卿相，至于朝廷奏议，皆搁笔不能
措手。”［8］446王弼《老子指略》，何晏《无名论》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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嵇康、阮籍等人的文章大都骈俪化程度较深。这
证明了从三国开始，谈论之风已完全渗透到社会
主要阶级之中，发挥着比以往更强的影响。
该时期还有一个重要特点为口头谈论与书面
文学的关系日益紧密，二者时常捆绑出现。如
《魏志·方技传》注引《辂别传》云:“子春语众人
曰:‘此年少盛有才器，听其言论，正似司马犬子
游猎之赋，何其磊落雄状，英神以茂……’”［8］603
管辂的谈辞竟被认为堪比司马相如的赋作，这是
谈辞被视作口头文学的明证。正因为二者性质相
似，所以才存在着比较的可能。谈辞身为口头文
学，一旦被人用笔记录下来，便和书面作品无异。
更何况谈辞成篇现象实际存在，如《魏志·三少
帝纪》注引《魏氏春秋》云:“中书令松进曰:‘又发
德音，赞明少康之美，使显于千载之上，宜录以成
篇，永垂于后。’”［8］102又注引傅畅《晋诸公赞》:
“帝常与中护军司马望、侍中王沈、散骑常侍裴
秀、黄门侍郎钟会等讲宴于东堂，并属文论。”［8］104
有了“成篇”的过程，口头文学得以直接通过纸张
等媒介转化为书面作品，口头与书面的区分已不
明显。魏晋以后的谈辞越来越骈俪化，一旦反映
到书面之中，便是一篇优美的骈文。虽看似谈辞
与文辞相互影响，但由于清谈的广泛的群众基础
以及统治者的好尚，谈辞对文辞的影响势必大于
文辞对谈辞的影响。因此说谈辞的发展促进了文
辞的发展，更为准确。
魏晋清谈活动亦开始具有审美性质，这与人
物品评密切相关，虽玄风大涨，三玄是清谈内容的
重要组成部分，可人们热爱谈玄的一个重要理由
是老庄思想影响下风姿绰约的谈士形象符合他们
所认为的人物品评最高标准:名士。与《世说新
语·任诞》所载:“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须奇才。
但使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
士。’”［9］1299本质相同。
《后汉书》记载了许多相貌出众的人，但主要
还不涉及审美。像郭泰“美音制”这种评论人声
音的记载不算多。可到了魏晋，描述人声音好听
的记载却突然多了起来。如《晋书·张光传》:
“身长八尺，明眉目，美音声。”［10］1563《晋书·忠义
传·王育》:“身长八尺余，须长三尺，容貌绝异，
音声动人。”［10］2309审美性具体表现之一就是赏
音，这标志着以政治为主要目的的清议开始逐渐
过渡为以审美为主要目的的清谈。《世说新语·
言语》记载:“道壹道人好整饰音辞，从都下还东
山，经吴中。已而会雪下，未甚寒。诸道人问在道
所经。壹公曰:‘风霜固所不论，乃先集其惨澹。
郊邑正自飘瞥，林岫便已浩然。”冈白驹注:“途中
苦风霜，常人旅况，此固所不论，山川萧条，集其惨
澹，在韵士尤甚。”［9］264 － 2265细观道壹的谈辞，读来
朗朗上口，十分具有音韵美，此固是一例，另外值
得注意的是，这个“好整饰音辞”的对象是道人，
在魏晋时期，道人大多具有清谈背景。另据《世
说新语·文学》刘孝标注引邓粲《晋纪》:“遐以辩
论为业，善叙名理，辞气清畅，泠然若琴瑟”［9］360。
“泠然若琴瑟”是对音色性质的判定，可以看出当
时人已经注意到了声音在清谈场合所起的重要作
用。此外《世说新语·品藻》:“既去，问父曰:‘刘
尹语何如尊?’长史曰:‘韶音令辞，不如我;往辄
破的，胜我’”。［9］900“韶音令辞，不如我。”证明在
魏晋清谈活动中，音色美妙与否已然成为了评判
的标准之一。是以出现了“支通一义，四坐莫不
厌心。许送一难，众人莫不抃舞。但共嗟咏二家
之美，不辩其理之所在。”［9］394这样沉醉于声音而
忽视内容的情况。
赏音水平提高与魏晋以来人们注意到自然声
韵有关，如曹魏李登就撰有《声类》一书。世间流
行的清谈活动也同样注意赏音，是以作家在创作
中留意作品的音乐美便显得理所当然。西晋骈文
好手陆机在创作《文赋》时曾说:“暨音声之迭代，
若五色之相宣。”［7］312其本人也被蔡谟称为:“士
衡长七尺余，声作钟声，言多忼慨。”［9］751蔡之评语
亦着重于陆机的声音，这或多或少能窥见骈文好
手陆机在清谈场合的风采(1)。曹魏以来自然音
韵的注意到东晋则更进一步，作家们开始为自己
作品中洋溢着音韵美而自豪，如集谈士文士身份
于一的孙绰，曾得意地评论自作骈文《天台山
赋》:“卿试掷地，当作金石声也。”［10］1544
在句式骈化与文采方面，魏晋是东汉的进一
步延伸与发展。除去语音方面，不管是谈辞骈化
或者谈辞藻饰，魏晋谈辞的华丽远远超过东汉的
朴素。东汉清议虽有“捷对”、“妙对”的现象，但
对仗还不算特别工整，“意对”(2)的色彩较浓，文
字也相对朴素。魏晋时的骈化句式却往往与华丽
的辞藻联系在一起，如《言语》:“人问之曰:‘卿凭
重恒乃尔，哭之状其可见乎?’顾曰:‘鼻如广莫长
风，眼如悬河决溜。’或曰:‘声如震雷破山，泪如
倾河注海。’”［9］267 － 268该例之背景虽不在清谈场
合，却反而更能看出清谈风气在士人日常生活中
的浸润。从以上所举例子看，谈辞不光句子对仗
更为工整，而且讲究文采。还有几个例子能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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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辞讲究文采较为普遍，如《世说新语·文学》:
“因论庄子《逍遥游》。支作数千言，才藻新奇，花
烂映发。王遂披襟解带，留连不能已。”［9］386支遁
本人谈辞之华丽如盛开的繁花，连王羲之都沉醉
其中，目眩神迷。又“王长史宿构精理，并撰其才
藻，往与支语，不大当对。王叙致作数百语，自谓
是名理奇藻。支徐徐曰:‘身与君别多年，君义言
了不长进。’”［9］396可以看出清谈活动中主客谈辞
华美与否甚至带有竞赛性质，这势必会对书面文
学的创作也产生影响。谈辞华美，重要表现之一
在于骈句的使用。而东汉以来通过清议得到赏识
以求仕进的传统，依旧被晋代清谈活动完整无缺
地继承。《文学篇》:“张凭举孝廉，出都，负其才
气，谓必参时彦……张乃遥于末坐判之，言约旨
远，足畅彼我之怀，一坐皆惊……刘前进谓抚军
曰:‘下官今日为公得一太常博士妙选。’……即
用为太常博士。”［9］412
《文学篇》里的记载大多为谈士精妙之谈辞，
恰能反映出魏晋到南朝宋，谈辞在士人们心中的
定位。《宋书·雷次宗传》记载:“元嘉十五年，征
次宗至京师，开馆于鸡笼山，聚徒教授，置生百余
人。会稽朱膺之、颍川庾蔚之并以儒学，监总诸
生。时国子学未立，上留心艺术，使丹阳尹何尚之
立玄学，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
立文学，凡四学并建。”［11］2293 － 2294又据《宋书·刘
义庆传》可知，刘义庆在元嘉十六年成为江州刺
史，此时身边聚集了袁淑、鲍照等文人［11］1477。那
么编纂《世说新语》大致也在这段时期，基本与四
学馆建立同时或稍后。文学馆和玄学馆的设立证
明时人对文学与玄学的差异有着某种程度的认
识，而《文学》篇中却有着大量精彩的谈辞，可见
宋代人亦认识到了魏晋清谈谈辞的口头文学性，
口头文学对书面文学造成影响便不难理解。
清谈活动在魏晋比东汉更加深化，在此过程
中谈辞的进步具体表现在对仗、藻饰、音韵三个方
面，恰恰是组成骈文的三种要素。同时期的骈文
作品如上列《文赋》《天台山赋》与东汉《郭有道
碑》等骈化散文相比，能明显看出文章在对仗、藻
饰、音韵方面的进步与谈辞的发展同步进行，限于
篇幅，此处不再具体引用文句分析。
三、南朝清谈活动新变与骈文文本的成熟
南朝清谈活动与魏晋相比既有继承亦有新
变。继承表现为对仗、藻饰和音韵三方面于南朝
再度迎来发展，可以说是程度问题。在开始说明
之前，必须厘清一个概念，即南朝的清谈活动与此
前相比有所不同，具体表现为谈论内容发生了改
变。谈论活动并不一定涉及义理探讨，而是仅以
谈论为竞赛游戏，体现出知识至上的倾向。南朝
时音韵的发展不必多言，沈约等人发现四声，且约
撰有《四声谱》，其人也是“自负高才，昧于荣利，
乘时藉势，颇累清谈。”［12］242谈辞在南朝则更加繁
缛华丽，骈化现象已完全占据主导地位。如《南
齐书·周颙传》:“颙音辞辩丽，出言不穷，宫商朱
紫，发口成句。泛涉百家，长于佛理。”又“每宾友
会同，颙虚席晤语，辞韵如流，听者忘倦……卫将
军王俭谓颙曰:‘卿山中何所食?’颙曰:‘赤米白
盐，绿葵紫蓼。’文惠太子问颙:‘菜食何味最胜?’
颙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转国子博士，
兼著 作 如 故。太 学 诸 生 慕 其 风，争 事 华
辩。”［13］813 － 814我们从周颙的例子可以看出他的谈
辞不仅华丽，而且注意使用颜色词。颜色词的使
用是骈文藻饰方面的一个重要特点，庾信《春赋》
云:“苔始绿而藏鱼，麦才青而覆雉。吹箫弄玉之
台，鸣佩凌波之水。移戚里而家富，入新丰而酒
美。石榴聊泛，蒲桃酦醅。芙蓉玉碗，莲子金杯。
新芽竹笋，细核杨梅。绿珠捧琴至，文君送酒
来。”［14］76风味、用词与周颙的谈辞何其相似!且
周的回答最重要是体现出他对四声的理解以及使
用:谈辞使用对句，工整且音韵铿锵，与平上去入
暗含。甚至谈辞不光在南朝有了声韵上的发展，
这种风气还蔓延到了北朝，给予北朝的清谈场合
重大影响。《洛阳伽蓝记》卷二“景宁寺”载梁代
大将陈庆之与北魏中大夫杨元慎的对谈，杨元慎
的谈辞便颇具文学性与音韵美，于此节选一段以
示:“元慎即口含水噀庆之曰:‘……乍至中土，思
忆本乡。急手速去，还尔丹阳。若其寒门之鬼，□
头犹脩，网鱼漉鳖，在河之洲。咀嚼菱藕，捃拾鸡
头，蛙羹蚌臛，以为膳羞。布袍芒履，倒骑水牛，
沅、湘、江、汉，鼓棹遨游。随波溯浪，噞喁沈浮，白
苎起舞，扬波发讴。急手速去，还尔扬州。’庆之
伏枕曰:‘杨君见辱深矣。’”［15］108细读杨元慎之谈
辞，着实精彩，而且音韵跌宕起伏铿锵，对声律的
使用实不输南人，由此可反观当日南朝士人谈辞
讲究音韵之风尚。此例表现在外交场合，亦可与
下文南齐王融谈辞之记载相互参证。
清谈活动在南朝的新变，为谈辞开始大量用
典。魏晋谈士在锻炼自己谈辞的时候，基本往音
韵、藻饰、对仗这三个方面努力，以求在清谈活动
中比对手高一筹。但在谈辞中涉及大量典故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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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说新语》里不多见。反倒是南朝，尤其南齐
以后，谈士在清谈活动中用事炫博的记载却比以往
都要多。此时的清谈活动早已不局限于谈论佛老，
更多为带有竞技性质的辩论或比赛，以此来显示文
士风雅。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三九《华阳博
议下》:“六代文人之学，有徵事、策事，徵者共举一
物，各疏见闻，多者为盛……齐、梁之交，此风特盛，
亦犹晋之清言”［16］401。胡看出了隶事在六朝的兴
盛，但将此区别于晋之清言，应是把“清言”范围限
定为谈玄。若把清谈的含义扩大为谈论活动，玄学
仅为内容的一种，那么南朝的隶事游戏也不过是变
换了组织形式，内容更广的清谈活动。
王僧虔《戒子书》记载:“汝开《老子》卷头五尺
许，未知辅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说，马、郑何所异，
《指例》何所明，而便盛于麈尾，自呼谈士，此最险
事。设令袁令命汝言《易》，谢中书挑汝言《庄》，张
吴兴叩汝言《老》，端可复言未尝看邪?谈故如射，
前人得破，后人应解，不解即输赌矣……设令吾学
如马、郑，亦必甚胜;复倍不如今，亦必大减。致之
有由，从身上来也。汝今壮年，自勤数倍许胜，劣及
吾耳。”［13］662 － 663由于记载南朝清谈的文献较少，因
此《诫子书》显得尤为重要。关于该文章的解读，
余英时已有考证分析［17］，在此不多加论述。实际
上，在《诫子书》中所体现出的竞赛风气可谓弥漫
了整个南朝，最突出的表现为南朝人喜欢背诵掌故
来与他人争胜。如王融，便在接待北朝使者的清谈
场合，在谈辞中加入典故来与使者互相辩驳:“上以
融才辩，十一年，使兼主客，接虏使房景高、宋弁
……后日，宋弁于瑶池堂谓融曰:‘昔观相如《封
禅》，以知汉武之德;今览王生《诗序》，用见齐王之
盛。’融曰:‘皇家盛明，岂直比踪汉武!更惭鄙制，
无以远匹相如。’”［13］910王融之所以被皇帝看重，并
在清谈场合“使兼主客”是因为融“有才辩”，在这
种带有竞赛风气的清谈场合，只有谈论辩驳能力出
色的人才足以压倒对方，不坠皇室的威严，更何况
对方是北朝“虏使”呢?在这次交锋之中，王融本
人的谈辞就使用了汉武、司马相如的典故，更有趣
的是，最先使用这个典故的竟然是北魏大臣宋弁。
若从民族文化交流频繁的南北对峙局势下解读这
次清谈，则宋弁谈辞用典用骈是受到南朝清谈的影
响。
南朝清谈之所以有谈辞隶事用典的风气，王俭
起到了重要作用。据《南齐书·陆澄传》:“俭集学
士何宪等盛自商略，澄待俭语毕，然后谈所遗漏数
百千条，皆俭所未睹，俭乃叹服。俭在尚书省，出巾
箱几案杂服饰，令学士隶事，事多者与之，人人各得
一两物;澄后来，更出诸人所不知事复各数条，并夺
物将去。”［13］761“商略”一词，便含有品评、谈论之
意。甚至在谈辞之中使事用典的风气也蔓延到了
书面创作。如《南史》卷四十九《王谌传》附《从叔
摛传》:“谌从叔摛，以博学见知。尚书令王俭尝集
才学之士，总校虚实，类物隶之，谓之隶事，自此始
也。俭尝使宾客隶事多者赏之……摛后至，俭以所
隶示之，曰:‘卿能夺之乎?’摛操笔便成，文章既奥，
辞亦华美，举坐击赏。”［18］1213直到梁代，这种风气依
旧不减。如《梁书·沈约传》:“先此，约尝侍宴，值
豫州献栗，径寸半，帝奇之，问曰:‘栗事多少?’与约
各疏所忆，少帝三事。出谓人曰:‘此公护前，不让
即羞死。’帝以其言不逊，欲抵其罪，徐勉固谏乃
止。”［12］242反映出清谈用典的强烈竞赛性与胜负
性，也从侧面说明了这种风尚在当时的流行。自南
朝开始，骈文的四大要素:对仗、声韵、藻饰、用典均
在清谈活动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骈文最终在
南朝完全走向成熟。
谈士与文士的结合在南朝依旧紧密，除上述沈
约诸人，还有一些著名文学家雅好清谈。如谢眺
《游后园赋》:“藉高文兮清谈，豫含毫兮握
芳”［19］37。何逊《酬范记室云》:“清谈莫共理，繁文
徒可玩。”［20］2 － 3以上两例亦是清谈与文章并举，不
难看出清谈在南朝依旧与文章有着紧密关联。
但值得注意的是最杰出的文士往往不是最著
名的谈士，如《世说新语·文学》:“乐令善于清
言，而不长于手笔。将让河南尹，请潘岳为表。潘
云:‘可作耳。要当得君意。’乐为述己所以为让，
标位二百许语。潘直取错综，便成名笔。时人咸
云:‘若乐不假潘之文，潘不取乐之旨，则无以成
斯矣’。”［9］443乐广是西晋时的清谈领袖，却不善
属文。此外，王弼《老子指略》，何晏《无名论》等
文章虽骈句较多，但整体艺术水平不如同时代著
名文学家。人们仍将他们视为清谈领袖而不是文
坛领袖。而陆机、沈约等人为一代文宗，且有清谈
背景，却不以清谈著称。《文心雕龙·论说》亦
云:“故其义贵圆通，辞忌枝碎，必使心与理合，弥
缝莫见其隙。”［21］270由此看来，谈辞与文辞之间似
乎有所抵牾。若要建立起骈文与清谈的关系，需
对该现象作出分析。
首先，最杰出的文士虽大多不是最杰出的谈
士，但并不是没有清谈、文章俱为当时翘楚的人存
在，如阮籍、嵇康就是二者兼长。此前提到的王僧
虔《诫子书》所言“谢中书挑汝言《庄》”就将谢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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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为当时最著名的清谈家，谢庄亦为同时代最好
的文士之一，他的《月赋》《殷贵妃诔》是宋代骈文
中的代表作。而之所以清谈、写作俱优的人较少，
有时是因为人的资质有限。如《晋书·文苑传》
便载左思:“貌寝，口讷，而辞藻壮丽。”［10］2376《文
心雕龙 · 体性》亦云:“才有天资，学慎始
习。”［21］373虽主要强调学习的重要性，却从侧面反
映出人有天资差异。
其次，成为杰出清谈家与成为杰出文士所需的
条件并不相同。杰出的清谈家最重要是精深义理，
其次才是长于口才。可若想写出好文章，则离不开
个人内在的生命体验与外在的社会经历。东晋以
来，清谈大都因袭汉末西晋留下来的旧论旧注，少
有创见。再加上谈论活动本身游戏性质不断加强，
清谈渐渐流于空疏。此种情况下，清谈家视野受
限，人生经历亦狭窄，所以陈寅恪认为东晋清谈为
名士身份的装饰品［22］201。而陆机、鲍照、谢灵运等
人均因各方面原因，社会经历与个人生命体验比较
丰富，因此成为了那个时代最著名的文士。庾信本
人由南入北，前后诗风的转变就很能说明社会经历
与作家内在生命体验对文学能产生重要影响。
最后，骈文十分擅长说理，是以并不存在谈辞
与文辞因说理而相抵牾的情况。魏晋南朝兴盛的
论说文大抵骈俪化气息较重，《文心雕龙》更是全
篇骈俪化的说理作品。魏晋南朝论说文与清谈之
关系，彭玉平《魏晋清谈与论体文之关系》已论述
甚详。骈文是一个“大文体”概念，并不只有论说
文一类。哪怕清谈水平达到极致，也不过是论说
文、俳谐文写得更好罢了。蔡邕、谢庄等人之所以
能够区别于其他清谈家，写出许多高质量骈文，最
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们不耽溺于清谈，有丰富的
社会经历与深刻的生命体验。所以许多骈体文类
他们都擅长，而不仅仅局限于论说文、俳谐文。
四、结论
文体的生成往往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下的
结果。时代风气往往能凭借其潜移默化的影响，
使文体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异。在汉魏六朝时期，
风气对文体的影响具体表现为清谈谈辞在对仗、
音韵、藻饰、用典四个方面的发展，促进了骈文文
体的正式生成。汉魏六朝时期骈文的发展与谈辞
的发展几乎同步进行，且迎来发展的方面也大抵
相同。因此在分析某一文体时，我们既要看到文
体自身的发展规律与趋势，也要看到外部因素在
文体面貌生成过程中所施加的影响。以单一视角
看待文体的生成，是不全面的。
注释:
(1)《晋书·纪瞻传》卷六十八记载有陆机与纪瞻的清
谈:“(陆机)又问曰:‘夫五行迭代，阴阳相须，二仪所
以隗育，四时所以化生……思闻辨之，以释不同之
理。’”第 1818 页。
(2)“意对”，顾明思义就是句子所表达的句意能够形成
对仗，但是具体到形式方面，对仗是不工整的。如
《离骚》:“夏桀之常违兮，乃遂焉而逢殃。后辛之菹
醢兮，殷宗用而不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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